
绅董与晚清基层社会
治理机制的历史变动

王 先 明

摘　要：道光咸丰之际，中国社会中逐步出现了一个以绅董为主体的地方社会

治理权属体系。这一具有历史趋向性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 “例不用绅”的

惯制，建构了绅董自主、官为督察的地方社会治理模式，导致传统的 “官役制”逐

步被弱化。这一 “隐性制度”在各地规制上尽管各有不同，但 “地方事尽归绅董”

的历史走向却大体一致。更为重要的是，绅董治理地方社会的权属范围十分广泛，

完全溢出了 “官役体制”所属内容。随着清末新政实施，绅董对于地方治理权属超

越了 “旧政”规范，并在地方自治制度的构建中，开启了地方治理体制的近代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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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

“州县地大事繁，不能不假手于绅董，宪札亦令督董办理，原恐书吏侵蚀故
也。”① 光绪年间曾任阜宁知县的阮本焱深有感触，认为基层社会治理舍绅董而无从
措其手足。作为国家权力末端的州县官，如果要取得地方社会秩序的有效治理、实
现国家与社会良好的对接运行，绅董乃其关节之处，即所谓 “绅董无不倚官为护符。

而官之贪婪者，亦无不借绅董为绍介”。② 因而，在晚清推行地方自治制度转型的规
章中也特别明确规定，“向归绅董办理”③ 的地方事务属于地方自治内容。这在一定
意义上提示着，绅董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治理主体力量的称谓，而且也是具有一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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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史料选编》，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页。



制的社会运行体制。

以往研究受限于社会阶层或社会分层视域，大都以 “绅治”或 “乡绅”话语①

概而论之，未能真正揭示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力量及运行机制。通常所称的绅士，

只是一个具有功名 （等级）身份且人数众多的群体 （阶层），但并非获得绅士身份就

可以直接跻身于地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行列。事实上，只有被推举 （或选举）为

地方各级或各项事务的总董、董事者 （如乡董、城董、团董、局董、学董、渠董、

仓董等），才能真正成为地方社会事务的掌管者。州县官也只有借助于绅董的力量或

依托于绅董体制，才能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管理体制对接，从而有效实现基层社

会的治理。绅董形成的基本规制，以及其对于地方社会建设和公共事务管理的机制

如何，其基本规制和内容在近代以来的制度性变迁中发生怎样的变动，等等，都是

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绅董之称谓以及基层社会治理的 “官役制”

何谓绅董？《汉语大辞典》的解释为：“绅士和董事。泛指地方上有势力有地位

的人。”该词典还列举二例加以阐释：其一为 “《文明小史》第五三回：‘那买办为着

南京地方情形不熟，怕有什么窒碍地方，说必得和地方绅董合办，方能有就。’”其

二为 “鲁迅 《准风月谈·同意和解释》：‘至于有些地方的绅董，却去征求日本人的

同意，请他们来维持地方治安，那却又当别论。’”② 将绅董解释为绅士和董事的结

合称谓，在字面意义上是贴切的，但这一诠释却与历史事实和本来的指称内容相去

甚远。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海现代书局曾刊行谷剑尘的 《绅董》③ 剧本，该剧本对

于绅董有一个鲜活而形象的描述。其中主人公范之祺是留学生出身，并因银行及纱

厂经理的地位而成为著名绅董。范之祺的身份及出身显然不符合 “绅士和董事”合

称的定义。

如果说民国时期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更易，会导致传统称谓内涵及其指称对象

发生变化的话，那么光绪年间出版的社会小说 《绅董现形记》，则应准确表达了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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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关于绅董的一般认知。书中描写到，梧县的查延宾科考成功 “点了翰林”之后，

却不想在京城做个低三下四的小清官，一心要回乡做一个 “尊无二上”的绅董。几

番运作后，他获得了办理学务的照会：“请他为办学的总董”。此后，他又成为商会

会长并兼任团练局总董，遂成为一邑之大绅董。① 晋绅刘大鹏在１９０８年１月２０日

的日记中记述：“晋祠一带生意近立一名目，凡出钱票之家，有人凭票取钱，而该号
于每千钱少付五六十文，谓之 ‘快钱’，乃不肖绅董尚为巧饰其词，致人民受困，此

亦世道之大不幸也。”② 不难理解，上述文字记述的绅董，是单指某一个具有特定地

位和权势人物，并没有 “绅士和董事”合称的意义。

那么，绅董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晚清时期 《申报》上 《绅董不可轻信说》一文
可以为我们提供更明晰的含义：

今夫近时之为绅董者，吾知之矣……地方绅士果其德隆望重者，往往不肯

预闻外事……彼纷纷扰营，干各善堂董事，藉此以亲近地方官者，必其有所求

于官者也……而无如绅董，则不避嫌疑；官亦不知律意，下车伊始，即有绅董
迎迓。若书役之接差，门上之手版朝投，袖中之公事夕至，其弊可胜言乎？③

就文中所言可知，即使身份和官职甚高的地方绅士，如无地方公共事务之职，

亦非绅董。所谓 “地方绅士果其德隆望重者，往往不肯预闻外事”，只有那些 “百计

千方，钻营谋控，忽焉而延之为某善堂董事”的绅士，才进入 “绅董”之列。

咸丰时期为了因应 “乱局”，各地均成立团练以靖地方。因此，地方官周知地方
形势的重要事项之一，即是与团练绅董沟通，地方牧令，形势不可不熟也。各村各

团之绅董，皆有簿籍，俾得随时访察。④ 此处所指绅董，实为一个地方社会特定权

力行使者，亦非绅士和董事的结合称谓。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不同时段的史料详予

说明。

其一，道光年间，林则徐关于通州治河折中提及，知州督率委员绅董，劝谕捐

修。首先知州捐廉，劝谕绅董捐挑，一律挑深三尺。此后，各乡董事或开挑柴南沙

河界。⑤ 此处所言绅董是特指，并与 “各乡董事”相区别，表明绅董是高于各乡董

事的人物。此处所指绅董的含义显然不能解释为 “绅士和董事”。

１８８２年１２月 《申报》转载 《京报全录》，内中记述巡视中城工科掌印给事中臣

国秀 “为遵保获盗出力之司坊绅士仰恳恩施，以资鼓励事”奏折。该奏折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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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全集》第２册 《奏折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２７—７２８页。



“按照历保成案，拟保首先司坊官三员绅董五员”事。这五名绅董为：北城绅士董志
敏 （候补知县）、南城绅士房毓璋 （候选教谕）、南城绅士李振钧 （议叙县丞）、北城
绅士宁师张 （候选知县）、中城绅士杨逢篁 （议叙知县）。他们都是以绅士身份出任
五城水局的董事，① 即董理地方公务的绅士。

其二，１９０１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期间，天津都统衙门第１０５次会议决定在津城
分设五区，并由 “各村镇务于本月２５日之前举荐三名绅董，负责维护各村镇的秩序
及安宁”。② 对此，《大直沽敉乱记碑文》中记述，绅董王聘三、刘鑅斋、李樨香、

李高贵请都统衙门派巡捕维持治安。其中绅董王聘三、刘鑅斋、李樨香是大直沽村
烧锅 “义丰永”、 “义聚永”、 “同兴号”的经理，李高贵是村正。③ １９０４年 《大公
报》所载 “天津县示”中革除的 “不肖绅董”即是担任村正的乡绅王文宗。④ 此处
所指的绅董，都不是绅士和乡董的合称，而是指管理乡村事务的乡绅董事。这不是
一个身份的标示，而是具有实际职权的社会职位 （但不是官位）。

其三，１９１０年长沙米荒时，湖南巡抚设立由绅董掌管的禁米局。据藩司 “禁米
局全案总说明书”可知，禁米局设于商会，置总董、董事，并于各地立分局，征收
捐款。其有关条规第六条规定：投票选举绅士为董事，每局选定二人，董事每月各
支薪水。第七条中特予说明：“绅董职任已于第六条内叙明；至权限一节，应实守调
查米数宗旨，一切局事该董事等均不得干预”，“绅董经费已详载第六条内”。⑤

以上史料表明，从清道光朝至宣统朝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正式的官方
文献中，绅董是一个特指的称谓概念，而且也是相对稳定的一种表述，其含义实指
董理地方公务的绅士，即 “公正绅耆董理其事”者。⑥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是，“事由局而不由县，权在绅而不在官”⑦ 的绅董治
理模式，并非清王朝建政立制时的制度性选择。明清易代，乡村治理体制大体因袭
明制而有所取舍。“清代在州县以下不设正式行政机构，各种乡里组织大致可以分为
两类：其一，办理乡里社会自身事务 （或者说承担 “自治”功能）的组织，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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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和由绅、民自发建立的各种常在性或临时性会、社；其二，办理各种官府事务
（即所谓 ‘政教之下于民者’）的组织。”① 因此，直接承接官府政务的一是保甲制，

主掌盗贼逃入、奸宄窃发事件；以连坐互保行弭盗安民之规，于清朝定鼎之初即举
而行之，“其后屡经申饬，为法甚详”；二是里甲之制，以 “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
多者十人为长……十人轮年应役，催办钱粮，勾摄公事”。此后乡里规制时有变化，
“又有耆老一项，例有顶带，亦与闻乡里之事”。所承负者 “不过宣谕王化，无地方
之责，非州县乡约比”。② 倚重于乡治且教养兼施，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传统。清
前期亦曾有设乡官之议 （雍正七年御史龚健奏请添设 “乡官”），“取本乡之人以资
治理”。但此议旋即被鄂尔泰否定：“如果牧令得人，则此等人原俱可以助其不及，而
进其不知，即乡进士、举贡、生监内品行才德之选，亦未始不可以资耳目而益心思，

是不必增乡官，而堪以佐理者甚多。设使牧令不得其人，则虽贤能乡官，亦原不能主
其事，或遇不肖乡官，且适足济其恶。且乡官既应设，则佐贰可裁，佐贰不可裁，则
乡官为冗。臣愚以为该御史请设乡官之议，似不可行者也。”③

在清朝前期乡制运行的制度框架中，极少见到直接由绅董操持地方事务的情况。

据顾如华之 《西台奏疏》所记顺治十六年有关地方报荒蠲免事项，主要依托的力量
“半是分委佐二，或依凭该村地方保正”。④ 雍正乾隆之时，即使属于地方救灾事务
的社仓管理，亦是选取 “殷实老成之人充为社正社副，董理收放”；⑤ 而社长之任不
过 “视同传舍，寅接卯替……一年一换，需人过多。惟凭乡保举报，按户轮当，遂
多任非其人”。⑥ 这与明代 “该用赈济稻谷若干，就令该图里长领去糶卖”⑦ 的惯制
基本相同。这是以 “职役制”⑧ 为主导的基层社会控制体制，“动行乡约、社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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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社学，纷纷杂出”。① 无论里甲、保甲还是乡约、里老，虽被赋予 “皆民之各治
其乡之事”，但其名分地位甚为低下，不过为官之差役。其名目各地虽略有不同，但

其总体职能和地位却一仍其旧，“或差役，或雇役，或义役”，是一种将基层社会完

全置于官府管控之下的治理体制——— “官役制”② 而已。

那么 “督率绅董切实办理”③ 地方公务的治理模式，又何以形成并何时得以建

构呢？

二、“绅董主其事”治理机制的形成

清朝 “国初以来，例不用绅”④ 的惯制被打破，从而形成 “每县各有练局委员，

绅董主其事”⑤ 治理机制的历史性变动，大致发生在咸同之际。“自咸同时，克复疆

畿，赞成庙略，半皆出于诸生，不用之说，久已废搁”。⑥ 一方面，因战乱兵事之需

各地设立专局，咸以绅董主其事。署理四川总督的丁宝桢谓：“川省自同治初年，本
省邻省军务紧急，各处征兵防剿，地方供给兵差，始创设夫马局，由地方官委绅设

局，按粮派钱，预备支应。”⑦ 两江总督曾国藩于同治初年 《报销安徽省抵征总数

疏》中也称：“自楚师入皖……各州县支应兵差，款项无出。每立公局，按亩捐钱，

以绅士经理其事。民捐民办，从不报销。日久弊生，县官不能过问，绅士亦互争利

权，征求无度，百姓苦之……兵革之后，册档全失，丁漕混淆，遽征钱漕，竟无下

手之处。当经善后总局议以亩捐之法，参用正供之意，查明各处熟田，按亩捐钱四
百文，给予县印串票以抵正赋，名曰抵征。一切收解动用，官为报销。兼设绅局，

襄办清查粮亩。”⑧ 此举措原属 “万不得已之举”，不料竟演变为平时规制。“迨后军

务肃清，兵勇大半遣撤，而各厅州县积习相沿，仍借支应兵差名目，任意苛派……

较正供浮多加至数倍。地方官以此为应酬入私之具，局绅以此为迎合渔利之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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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脂膏，半入官绅私囊。二十余年，视为固有”。①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地方所设的各种局、所激增，如上海的 “巡防局、厘

捐局、保甲局、洋务局、清道局、文庙所扫局等，总计多于５０个”，不仅专项事局
的设立和运行依赖绅董，即使地方社会常设的救助机构，如善堂、济养堂等，也强
化了绅董管理模式。上海 “‘善堂’是官员、商人、士绅领袖之间会面、沟通信息以
及互相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场所。”在 《上海续县志》中，有２２个善堂董事的小传，
其中１３人有商界背景，只有１１人原来是士绅学者或官员。②
另一方面，清政府面临地方社会秩序难以重建的困局。江南地方 “自粤逆窜扰

后，田地类多荒废”，尤其 “江宁、镇江、常州三府暨扬州府之仪征县，被兵最重，
荒田最多……同治三年，军务平定，随时设局招垦”。③ 依凭 “官役制”架构中的
（保甲、里甲乃至乡约）组织资源，显然无法实现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即便朝廷一
再试图强化保甲制，也只是体现在官员对上的呈文功夫中，其实效却是 “近代以来，
奉行鲜有成效者”，“因地方官疲于案牍，不能不假手书差，而一切工料、饭食、夫
马之资不无费用。大约书役取给于约、保，约、保集之甲长，甲长索之牌头，牌头
则敛之花户。层层索费，在在需钱。而清册门牌任意填写，以至村多漏户，户有漏
丁，徒费民财，竟成废纸”。④ 因此，一定程度上摆脱既有的 “官役制”，“不令书役
干预”，⑤ 转而倚重于绅耆成为地方官重建地方社会秩序的必然选择，“今大乱之后，
民户死绝流徙，册籍难稽。僻壤远乡，避抗成习，非一二书差所能承办也”。⑥ 如陕
西巡抚刘蓉提出，地方社会秩序重建之大要有数端：一是正经界，以清丈地亩；二
是定限制，核实 “叛产”、绝产概令充官；三是缓钱粮以苏民困；四是定租谷，以息
纷争。⑦ 为此，地方官当延请绅士董理，设局以主其事：由总局颁发执照，“设分局
以专责成。各州县选择公正明白绅耆二三人，户工书吏各一人，书手一二人，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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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丈量地亩，册记登录，颁发执照。①

刘汝璆 《上浙抚论清粮开荒书》中直言，咸丰同治以后，绅董在地方社会的作
用日见其重。“且谬意，此办事绅董，不必他择也，即取之粮户耳。”② 由此或可推
断，咸丰同治之后地方治理中的一个重大变动即是基层社会中绅董治理机制的出现。
“各村各团之绅董皆有簿籍”，地方牧令欲察知形势，熟悉民事，须借助于绅董，方
可 “俾得随时访记”。③

以乡约和保甲为主体的地方治理体制，事实上在历史的演进中已 “名存而实亡
矣”，④ 至晚清之际更是流弊丛生，如户口之册籍所载与乡村实态相去甚远，“今有
一村数里，一巷数甲，甚有一家一户，里甲不同。河南河北，里甲牵制，插花犬牙，

在在而有”。有些地方户口，“每以具文从事，究其实，官捧一册，户悬一牌，亦曾
何益之有哉？盖官取据里绅，里绅取据甲首，甲首取据村牌，各不任咎，存心作伪，

何伪不生。及观所开户册，不过男女大小，以外别无载列。推原册状，实无所用。

持以办丁户、赈饥民，而未详其贪，何以详极详次？持以理词讼，盘奸宄，而不知
其名，何以知人知事？”⑤ 就地方社会秩序治理而言，此于清查地方基本情况实为根
基之所在，所谓 “兴亡之途，罔不由此”，⑥ “若不改更，如何而可？”因而，“立绅
首”以厘清当地户籍，并据此掌管人户变动，就成为地方社会有效治理的当然选择：
“立绅首，定坐落，清户口”，至此皆可坐收其益。⑦

“军兴以来，各省团练民勇，有图董，有总董，大同小异，顾行之转视保甲为有
效。”⑧ 许多地方出现的这种倚重于绅董治理的模式，断非地方官员个人好恶偏向所
致，它之所以成为晚清以来基层社会治理规制建设中的重要选项，且实践成效颇受
推崇，显然也有其制度性原因。对此问题，著名学者官任刑部主事的孙诒让曾有所
指陈：“今中土县邑，大者数百里，户盈十万，而以一县令治之，极耳目之明，竭手
足之力，亦必不能周知其情；则不得不假手于架书粮书地保之属。其品既杂，率为
民害，今宜一并裁革……又多设乡正，以绅士耆民有恒产者为之，不为书吏而为绅
董。则位为略高，而自爱者多。其职掌教化，平争讼，略如汉之三老啬夫之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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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以上，各公举一人为之，小里不及百家者，附于别里。”① 在乡村社会治理的历
史实践中，“官役制”的治理效用颇受诟病。因此在实践中，择 “其秀而文者为绅
董”② 就成为地方官措置乡村公务的应然之举。

首先，绅董的身份地位远高于保长和甲长，属于 “准官员”资格。冯桂芬在 《复
乡职议》中曾比评二者谓：“地保等贱役也，甲长等犹之贱役也，皆非官也。团董绅
士也，非官而近于官者也。”这是保甲制之 “无效”与绅董制之实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惟官能治民，不官何以能治民？保甲之法，去其官而存其五四选进之法，不亦买椟
而还珠乎？”因此，冯桂芬提出 “复乡职”方案，其实际内容就是建构绅董治理模式，

即由所举正董、副董主图、里、村落事务， “皆以诸生以下为限。不为官，不立署，

不设仪仗，以本地土神祠为公所”。③ 曾在歙县授馆收徒的张惠言关注地方治理事务，

他从另一角度强调绅董治理机制优于 “官役制”之所在：“（保甲之设）自来行之不善，

官民相违，胥役滋扰，往往反以病民。今惟责成本乡绅士，遵照条法，实力举行，地方
官止受绅士成报，时加劝导，不得令差役挨查。如有公事，止传总理面议。”④

咸同以后地方机制变动的情况表明，这种倚重绅董治理的方案开始普遍存在于实际
层面，而非只是纸本上的构想。譬如阮本焱谈及阜宁县赈灾举措情形：“于城董中选择二
人作为总董，谕令督同沿河各乡董、保、顺庄挨查。每乡实有极贫村庄何处，每村实有
极贫户口何人……如无甚错，由县核定先期榜示某乡某庄实在极贫无力购种之某户田若
干，应借给籽种若干，然后示期交董均匀散给，督令种入。”⑤ 可见，地方事务的具体
运行和县政措施的落实，均有赖于由总董、城董和乡董构成的绅董体制。

其次，出任地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绅董，须经过推选或选举程序，其地方
权威性和认同感由此而获得，“各图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家公举一正董，里中人
各以片楮书姓名保举一人，交公所汇核，择其得举最多者用之”。⑥ 与皇权钦命的正
式官员不同，绅董不属于官权体系，其地方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一定意义
上取决于地方社会的认同度；而公举或选举的程式恰恰是获得这种认同的社会规制，
“董事民间所自举，不为官役，又皆绅士，可以接见官府，胥吏虽欲扰之不可得
矣”。⑦ 更为重要的是，正、副董与县级官员间并没有直接的上下级统辖关系，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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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 （不同力量或权属）的依存关系。①

再次，绅董设立局 （所），掌管地方公共事务，并享有薪酬。按张惠言所述规

制，为乡设一局，“以绅衿一人总理，士夫数人辅之，谓之董事。牌头无常人，轮日
充当，谓之值牌，如此，则牌头之名不达于官”。② 绅董所督理者不仅仅局限于社会

秩序或治安、户口、册籍，几及一切民间事务，甚至 “民有争讼，副董会里中耆老，

于神前环而听其辞，副董折中公论而断焉……不服则送正董，会同两造族正公听如
前，又不服送巡检，罪至五刑送县，其不由董而达巡检或县者，皆谓之越诉，不与

理。缉捕关正副董指引而不与责成，征收由正副督劝导而不与涉手”。③

由于地方事务繁简不同、具体情景有别，作为地方治理机制的绅董亦并无

统一的规制，但其基本框架却大致相近。绅董通常设总局于县，以驻局绅董数

人总领局事，复分一县为数乡，“由城董举报每乡中之稍有身家明理识事之生监
为乡董，每乡统数十村，由乡董每村举报一人为村董。村无生监，则以诚实耆

民充之”。④ 以总局绅董统辖下属乡董、村董，由此形成以绅董为主体的地方社会

治理权属体系。

与保甲、里甲以及乡约不同的是，绅董是享有薪酬的职位。“正董薪水月十金，

副董半之。正、副董皆三年一易……见令丞簿尉用绅士体礼，文用照会。”⑤ 当然，

这并非是制度化或普遍化的薪酬标准，事实上因地方经济社会条件的不同，绅董们

所获收益和报酬也远非如此，“绅董每借办团横索暴敛来鱼肉平民”。⑥

“不假书役，不由现充之保甲人等，专俾绅士富户经理”，⑦ 绅董总率其事。“局
绅专办团练，都总兼催钱粮。当其立法之初，妙选廉正绅士以充其任。上下之气既

通，官民之情大洽。”⑧ 咸丰同治之后，许多地方逐渐兴举绅董制，甚至一些地方还

将 “乡约责任从地方官吏的手里，转移到地方绅董的手里”，⑨ 遂使 “诏书宪檄络绎
旁午而卒不行，间行之而亦无效”瑏瑠 的地方社会治理机制获得生机。这一地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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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历史性变动，导致传统乡制在管理模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地方的基层
社会治理已经形成了 “权在绅而不在官”① 的绅董治理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绅董治理模式并不是朝廷典章制度意义上的规范体系，它没有
也不可能典制化 （规范化）于朝廷文本中，而是依存于地方特定情景而变通运行的
一个机制。因此，各地局 （所）乡区的绅董权属体系并不具有统一规制和范式，其
具体架构诚然难述其详，然其大要则不外有两个方面：

其一，县设总局或公所，入局 （所）办其事者为绅董，总其事者为总董、局
绅；因事之繁简设若干分理事务的分董。各乡区对应办理公务之绅董，或为图董、

都董、村董，均听命于总局绅董。就地方治理权属分层面言，绅董为主导，而区
村长及地保之属，不过行走办事而已。“其朴而愿者为公正区长弓手诸色。此无异
以己之财力，办一己之事，而游手无业之人，初不得冒充入局也。至于庄书人，

不过令其造册勾稽书算而已。”② 总局绅董，可为全县绅董之首，在局 （所）布
置事项，议决公务。这基本上形成一种绅董自主、官为督察的地方社会治理权
属机制。

其二，绅董治理模式的出现，体现着地方治理机制的历史性变动趋向。虽然其
演进的具体线索还有待进一步清理，但大致可见其时代性差异，即咸丰同治之际的
地方社会治理模式与雍正乾隆之时已全然有别。譬如雍正乾隆时期的义仓管理，通
常 “择里中老成信实者为社长，司谷之出入，收息免息，悉依前法”。③ 至乾隆五年
（１７４０）时，仍然是 “社仓已选有殷实老成之人充为社正副，董理收放，似毋庸更设
保长乡官名目而保簿”。④ 但是，咸丰同治时期许多地方却实行 “当社立仓之法，各
归各庄，暂存富家公所，选择本乡公正绅士妥为经营”⑤ 的治理模式。其管理规制
“于县署二堂设局，选本城绅董四人，常住其间，总司赈务”，下辖乡区则 “由城董
举报每乡中之稍有身家明理识事之生监为乡董，每乡统数十村，由乡董每村举报一
人为村董。村无生监，则以诚实耆民充之”。⑥ 这种 “地方事尽归绅董，亦非所以存
政体杜弊端”⑦ 的治理模式，显然具有不同既往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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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制度研究者享廷顿认为，“制度是稳定的、有价值的行为的再现模式，

组织与程序会随其制度化程度而变化”。① 绅董治理模式如果不构成显性制度的话，

也是一个地方社会内生的权力运行机制 （或谓 “隐性制度”）。

三、绅董治理的权属范围———溢出官役体制所限

乡村治理乃国家治理之基石。“今之为治者，动行乡约、社仓、保甲、社学，纷

纷杂出，此不知为治之要也。”② 明清以来，乡村治理的制度设置名称各异，规制不

一，但其大要不出乡约、社仓、保甲、社学之范围。这一官役体制下的乡村治理模

式，职分明确，所谓 “乡约是纲，社仓、保甲、社学是目。乡约者，约一乡之人而

共为社仓、保甲、社学也。社仓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学是民信事，许多条

理曲折，都在此一日讲究。不然，徒群聚一日，说几句空言，何补益之有？”③ 官役

制的乡职人员只是奉命行事，应差服役，于地方公共事务及其社会建设事业一无所

为，“其流品在平民之下，论者亦知其不足为治也”。④ 因此，在地方治理实践中，

“延绅士以通上下”⑤ 的绅董治理模式得以成型。

追溯源起不难发现，社会动乱局面中，传统 “官役制”下地方社会秩序维系和

防护困境是绅董治理机制的发端之始。嘉庆年间，川楚 “教匪”蔓延，朝廷 “令民

团练保卫，旋即荡平……若得公正绅耆董理其事，自不致别滋流弊，即地方间有土

匪，一经约束，亦将去邪归正，共保乡闾”。地方社会秩序维系和治理 “均归绅耆掌

管，不假吏胥之手”，从而获致 “以子弟卫父兄，以家资保族党”⑥ 的功效。事实

上，作为社会 （或社区）内生的公共权力体系，绅董涉及的地方社会治理范围远远

超越了地方保卫和维系社会秩序的界限， “凡公事之要而且大者，则惟繁冲之处居

多，无论绅倡议而请于官，与官有意而商诸绅，其谋之臧否与事之难易，及经费之

若何措置，必以绅之言为定。绅亦必以众绅之言与四乡合城之言禀于官而后定，则

绅之言公言也”。⑦ 由绅士中推举或选举出的绅董及其运行机制，是地方社会公共权

力建构和运行的系统，它具有相对独立于官治体系的属性。“凡一地方，常有特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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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一方之人，皆同其利害，而能合力以营谋。且官吏之知之也，不如其地方人
士知之之为悉也。”地方社会内生的事务及其公共事务 （社会）之建设因地而异，受
限于地方经济、文化与习俗的制约，无法纳入统一的国家治理权属。“所谓利害共同
之事，在愈小之区域，则其事愈多，在愈大之区域，则其事愈少。”如道路之修筑，

医院之建设，“在一市一乡，其利害亦易相同也，若在一省，则不必尔矣。”所以，

地方治理之道，“使仅集利害相同之人以谋之，则其事易举……故普通之自治事业，

宜于市乡办之，而不能于行省办之。”①

地方社会公共事务繁难丛杂，晚清以来绅董在地方事务活动的内容也广为社
会各界所关注。我们通过 《申报》关于绅董相关活动的记述可以见其概要。检索
《申报》从１８７２年５月至１９１０年１２月关于绅董的记述条文，共有１１６７条，② 其
中按年代统计分别为：１９世纪７０年代 （１８７２—１８８０）为１３１条，８０年代 （１８８１—

１８９０）为３１９条，９０年代 （１８９１—１９００）为３７７条，２０世纪前十年 （１９０１—１９１０）为

３４０条。报刊为社会舆论之中心，它所关注的内容与社会生活在在相关。从其记述绅
董相关内容数量看，呈逐年增加趋势，尤其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出现大幅增长态势，

如图１所示。③

图１　１８７０—１９１０年间 《申报》记述绅董内容条款数量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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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计，１９世纪７０年代 《申报》关于绅董记述条目每年年均率为１４．５６，但８０
年代后开始激增。８０年代每年年均率为３１．９，９０年代每年年均率为３７．７，２０世纪
前十年每年年均率为３４。除７０年代外，在大约３０年的长程中其数率基本稳定 （年
均率３０以上）。这从一个侧面显示绅董在地方社会的作用及其影响力既广泛又恒定。

那么，绅董治理地方公务的内容究竟有哪些，亦即其权力影响的具体范围有多大？

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据图１可知，绅董积极介入地方事务。州县治理地方 “舍地方绅董不为功”，
“地方之有绅董，诚足以匡官之不逮者也。或家资殷实可以经理公款，或名望素重足
以压服群情。地方公事往往官所不能了者，绅董足以了之；官所不能劝者，绅董足
以劝之。且官虽亲民而民情或不能遽达，是又藉绅董为之转圜，为之伸诉”。① 绅董
经管事务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地方公共事务的一切方面：

书院有绅董也，善堂有绅董也，积谷有绅董也，保甲有绅董也，团练有绅
董也。或一董总理数事，或各董共理一事。虽各处公事不同，而皆足代官分理
则一也。②

不仅地方公共事务通常由绅董治理，且地方各行业之公务通常也由绅董经管。

据 《申报》记载：汉镇行帮均设绅董，其油腊帮、绸缎帮、棉花帮、广福帮、疋头
帮、祥盐帮、药材帮、药土帮、记票帮、银钱帮等，③ 尤其汉口之八大行，即各立
绅董经管公事。④

地方绅董 “既为上流社会中人，当尽地方上之义务，即当享地方上之权利。欲
尽地方上之义务，故不得不运动；欲享地方上之权利，故不得不谋虑”。⑤ 然而，绅
董虽然一定程度上操控着地方公共事务，然其经管治理显然有所侧重，权用所及也
有轻重之分。在对 《申报》资料检索基础上，我们将１９００年前的相关记载略分为七
类 （即道路、河渠等营建，派抽捐税和地方经济事务，把持公事和包揽词讼，善堂、

义仓、社仓以及救济，团练、保甲以及地方风化，地方学务，其他），按年代统计所
得情况，由其数量分布可以见其概要 （见图２）：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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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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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严惩劣董事》，《申报》１８９９年９月３０日，第１页。
《论严惩劣董事》，《申报》１８９９年９月３０日，第１页。
《照抄酬谢拾遗章程示》，《申报》１８７４年３月５日，第３页。
《集款赈饥》，《申报》１８８８年１１月１５日，第３页。
《绅董之忙碌》，《申报》１９１０年２月１９日，第１张后幅第４版。
按 《申报》资料检索，道路、河渠等营建，派抽捐税和地方经济事务，把持公事和包
揽词讼，善堂、义仓、社仓以及救济，团练、保甲以及地方风化，地方学务，其他各
项数量，１８７２—１８８０年分别为５２、１２、１０、２８、３０、１、１５；１８８１—１８９０年分别为３０、

８１、２７、９６、８２、８、２３；１８９１—１９００年分别为１８、８７、３６、６６、１１０、１７、６４。



图２　绅董掌控地方事务类型重点变化情势

图２表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绅董多在道路、河渠等营建上的事项中介入地方事务；

８０年代以后，绅董们的活动侧重在三方面：团练、保甲及地方秩序的维系；善堂、

义仓、社仓以及社会救助；派抽捐税和地方经济事务。

清代地方行政事务由六部主之，在基层社会治理权属方面，无论 “户口之编查，

丁役之征调，赋税之课税，率掌之于户部与兵部；其乡村之保卫政策，重在施行保
甲，以期彼此互相牵制，此其一也”。①基于 “官役制”的保甲、里甲功能虽各有侧
重 （或归于户部，或归于兵部），然其大要不出于六政之内。然而，地方绅董的治理
权属却远超乎其上，溢出了官役体制的范围。从１８８８年南汇县的一则告示中我们可
见其大略：

本县蒞任以来，凡民间大小各案，无不随到随审随结……城中善堂如积谷、

育婴、卹嫠、普济、宾兴、书院，亦俱会董筹商。……但以百里之大，四乡之
广，一人耳目，窃恐难周全，赖缙绅大夫及各乡各镇各团各图诸贤董，实力匡
维，共图补救。……本县公余之暇，仍复周履各乡，宣讲圣谕，查办保甲，密
拿讼棍土棍，并与诸绅董就近商酌公务。倘有应办事宜随时在乡讯断，以期不
扰不累。②

此县令告示表明，不仅县域之内的社会救助善堂 “如积谷、育婴、卹嫠、普济、宾
兴、书院，亦俱会董筹商”，各基层社会应兴应革诸务、风俗教化、社会秩序、百业
维系，公共事务，均须 “与诸绅董商酌”。 “近来州县官有欲自拔于庸庸碌碌之中，

求获好官之名，往往寄耳目于绅董。”③ 在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治理架构的机体中，

·９９１·

绅董与晚清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历史变动

①
②
③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３５年，第２０３页。
《南邑告示》，《申报》１８８８年２月５日，第２页。
《绅董不可轻信说》，《申报》１８８８年７月１７日，第１页。



绅董是其运转如常的链动装置。“绅董为地方表率，苟有关于地方公益，自当竭力赞
助。”① “故各邑各乡无不立有绅董。”②可以说，咸同以后，绅董及其运作机制在整
个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四、绅董与地方治理的近代转型

“各地方之绅董，乃因而忙甚。其未为董事而欲为董事者，于循例拜年外，以欲
得票多数极力运动，其忙固弥甚。其向为善堂董事者，闻将清查公款也，翻阅其历
年之报销账；其尚有罅漏否？熟计其历年侵蚀之银钱，其幸能保存否？花账又花账，
画策又画策……于是营营补救外更极力运动，其忙盖尤甚。”③ 《申报》以讽喻的笔
触描绘了 “各地方之绅董”忙忙碌碌的剪影。这幅忙碌的图景中尽管充满了辛辣的
嘲弄，但也映射出在地方社会事务中绅董们活络而繁忙的身姿。显然，伴随着晚清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累积而触发的 “新政”改革，以及由此引动的地方治理体制
转型，助推了绅董们的 “繁忙”：“今天下之谈新政者，莫不曰学堂之宜遍设也，警
察之宜急办也，农工商诸务之宜逐渐扩充也。是数者为育才，为禁暴，为兴利，无
论智愚贤不肖，固皆知为当务之急，而不容稍延。”④
无论是官府与地方还是国家与社会，绅董及其运作机制都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

成部分。“城乡各绅董能任事者居多……董为官用则洽，官为董用则否。”⑤ 非但如
此，在晚清社会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中，绅董也是将传统体制与现代体制实现榫
接并完成地方治理机制转型的主体力量。这一历史演进的印痕深深地烙刻在从保甲
到警察的制度转型中。
在晚清基层社会制度演变进程中，“重任绅董以严行保甲”，并在地方社会治理

体系建构中形成上下统属层级，“州县有州县之绅董，一府有一府之绅董，省会有省
会之绅董”，而 “乡镇村落各设分董，支分派别，纲举目张”，⑥ 已经构成了保甲制
度的一次重大变动。“光绪年间，京师有步军统领与兵马指挥，统辖保甲职权之划
定，各省县有保甲总局分局之设置，是皆因保甲行政，有统一指挥监督之必要，而
特设之机关。”这一变动虽然也具有制度变革的意义，但它毕竟仍属于传统体制内的
变迁。然而，“宣统年间，新式警察制度兴，各省保甲局，渐次裁撤，保甲之主管机

·００２·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论官绅仇视学务公所学会之原因》，《申报》１９０６年５月１１日，第２版。
《论严惩劣董事》，《申报》１８９９年９月３０日，第１页。
《绅董之忙碌》，《申报》１９１０年２月１９日，第１张后幅第４版。
《论筹款》，《申报》１９０４年８月５日，第１页。
阮本焱：《求牧刍言 （附：谁园诗稿）》卷１，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２７
辑，第１２７页。
《论近日江浙等处诘奸禁暴宜重任绅董以严行保甲》，《申报》１８９７年６月６日，第１页。



关既废，保甲之制，遂不见著于政令”① 的变革，却是超越传统具有时代意义的制
度性变迁，其结果是以现代性的警察制取代了传统的保甲制。尽管地方社会推展的
警察制度 “颇有混乱而不划一”，然其主导和推助之力量却同为绅董，“各府州县之
警察，大抵均归绅董办理”。② 甚至一些地方试行的官办警察后来也明确改归由绅董
管理 （如汉口）：“拟详请鄂督将汉口警察改归官督绅办，闻其章程须各商公举一公
正绅董素有名望者为总理，另选举各帮商董若干人为协理，招募巡兵，二千五百人
成为十队，四十步地位派一站岗兵。其收捐用人等事则责之绅，行政司法各事则操
之官。”③

此外，在晚清学制转型 （特别是地方学务体制）进程中，绅董也是推动新旧体
制完成转换对接的主体力量。“开办学堂，为作育人才之举，关系非轻，而初等小学
及高等小学尤为学级始基。凡管理教授课程学级，以及酌筹经费，均应由地方公正
绅董会同地方官酌筹办理，以臻妥善。”甚而至于一些地方绅董 “并不禀明该管地方
官”，④ 而自行开办学堂。晚清新政改革虽头绪纷繁，却以警察与学堂为要务，“自
政界维新，纷纷竞言学堂、警察矣。朝廷以此责于疆吏，疆吏以此责于州县，有能
设学堂、办警察者，列优等，膺上赏。其不能者黜之、罢之而。于是为州县者，朝
奉檄文，暮谈学堂；卯受朱符，午议警察，无州不尔，无县不然”。⑤

晚清新政实务方面如学堂、警察、农工商务乃至一切新兴事业，均由各地绅董
所操持经办。学堂和警察制度转型只是具体的新兴实务和制度之变，这些历史变动
的内容最终通过清末地方自治法规的颁行，逐渐制度化和法规化，并由此引动了整
体制度的变迁。晚清地方自治制度在各地推进展开的具体步骤和推进梯度不一，但
就其制度的实质内容来看，却呈现出现代化制度朝向的共趋性。

其一，通过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的法令，将一向实际操持地方事务的主体
力量———绅董制度化、规范化。“夫亦当就今所谓绅董者，改良其任事之法，公溥其
行政之权。”⑥ 所谓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按照定章，由
地方公选合格绅民，受地方官监督办理”，统一区划，按规定人口额数分划城乡，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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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２２４页。
《论我国警察之弊及其整顿之方》，《申报》１９０９年９月２２日，第１张第３版。
《警察改归绅办之先》，《申报》１９０７年６月２２日，第１０版。不仅如此，上海南市等处
警察，也 “向归总工程局绅董管理”。参见 《升抚瑞前护抚陆苏抚宝会奏办理宪政情形
胪陈第二年第三届筹备成绩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５３辑，台
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９４页。
《示遵学务范围》，《申报》１９０５年８月２４日，第３版。
《论乡隅学堂与警察之流弊》，《大公报》１９０６年４月２２日，第２版。
《改良地方董事议》，《东方杂志》１９０４年第１卷第６号，第６１页。



一设立镇董事会或乡董，① 将绅董治理的既成事实统一在正式的制度框架之内，变
成显性制度。

其二，将传统绅董治理的地方事务纳入 “地方自治范围”，予以制度性确认。
“地方自治范围”明确规定为： （１）地方学务 （中小学堂、蒙学堂、教育会、劝学
所、宣讲所、图书馆、阅报社，以及其他关于学务之事）；（２）公共卫生事务 （清洁
道路，蠲除污秽、施医药局、医院医学堂、公园、戒烟会诸务）；（３）道路工程 （修
桥筑路、疏通沟渠、建造公用房舍、路灯等事项）；（４）兴办农工商务等地方实业；
（５）地方慈善事业 （救济、赈灾、保节、育婴、义仓积谷、消防、救生等）；（６）地
方公营事业 （电车、电灯、自来水等）；（７）地方经济 （筹款）；等等。此外还特别
规定一条：“其他因本地习惯，向归绅董办理，素无弊端之各事。”②

其三，分设议事会、董事会，将议决事权与执行事权分立。“各地举办自治，约
分会议执行两机关。”③ “议事会议决事件，由议长、副议长呈报该管地方官查核后，

移交城镇董事会或乡董，按章执行。”④ 从制度设计上打破传统绅董治理机制中议行
不分的惯制；同时明确规定了议事会、董事会成员任职资格与年限等。

其四，颁布了 《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以民众投票方式规定了城镇乡议事会、董事会议董、总董、董事产生的方式和程序，

将地方社会治理权力的产生和运作纳入规范化的现代性制度中。⑤

晚清以来，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发生了两次重大历史性变动：其一是绅董制相对
普遍的出现，进而弱化了 “官役制”的效用，并在传统制度框架中体现了地方治理
机制演变的趋向。其二是由传统绅董制向现代性地方自治制度的转型，在时代性制
度更替的变动中，绅董的主体性作用隐然其间。前者之变属于传统体制内的变迁，

其结果是绅董制取代官役制。后者则属于传统体制外的变迁，其时代特征昭然如炬。

但这一制度转型并未弱化绅董在地方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是绅董者，介乎官
与民之间，所以沟通地方之群情，巩固地方之团体，不失为地方政治上之一机关者
也。”⑥ 虽然由绅董掌控的旧体制相继裁撤，“县自治公所成立后，乡董公所断无不
即裁撤之理”。但是，绅董们却在新的制度设置中获得重新定位。“况县自治公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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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徐秀丽编：《中国近代乡村
自治法规选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３页。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徐秀丽编：《中国近代乡村
自治法规选编》，第４页。
《论办理地方自治亟宜改变方针》，《申报》１９１１年３月１４日，第１张第３版。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徐秀丽编：《中国近代乡村
自治法规选编》，第９页。
《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徐秀丽编：《中国近代
乡村自治法规选编》，第１９页。
《改良地方董事议》，《东方杂志》１９０４年第１卷第６号，第６１页。



乡并选，乡董公所从前办事之人自必多半选入一同办事；不过向无城绅，今则兼有
城绅”① 而已。然而在新旧制度转型的背后，却是绅董力量的撕裂：“近观各地办理
自治，大抵均与旧日地方政事，划而为二：即办理自治之绅董，亦与旧日之绅董分
为两派。”② 与此同时， “今举办自治，而忽由本地绅董管理人民，故群萌反抗之
志”。③ 在新旧绅董的利益冲突之上，复而迭加着民众与绅董的矛盾，遂演成基层社
会民变风潮蜂涌不绝之势。“近日自治风潮，层见叠出……无一地不冲突，无一役不
因自治而起。”川沙县新政推行中形成新旧绅董势力的分裂也很典型，“一部分乡董
摇身一变，成了自治会或自治公所的官员，这自然令那些落选者心中颇为不快，旧
董与新贵之间的矛盾由此产生”。④ 这一征象，已然昭示了整个历史的结局：“铜山
东崩，洛钟西应，大有不期然而然者。”⑤

晚清剧烈的社会变动所引动的制度变迁，复杂而又深刻。在大约半个世纪的历
史长程中，地方社会治理的内容和体制迭经更易，具体的规制和运行机制也变化繁
多。在时代性制度更易之中，绅董的力量隐然贯穿其中，扮演了新旧制度转型的承
接和推助力量。原本基于约定俗成的惯制规范化为新政之制度：“今宜著为定则。一
城有总董，各地有分董，各业有业董。而总董之下，又设会计、书记二人，以治其
繁剧。官长有关系地方事宜，或改良，或创设，则下之于总董，总董下之于分董、

业董，开公议所，凭多数人决议，以定可否而复之。”⑥ 剧烈变动的是制度形式———

新旧制度的时代区分判然分明，不变的却是制度中的主体———绅董。它承转其间，

脉系相连地完成了地方治理体制的近代转型。从这一视角观察晚清地方社会治理体
制的演进轨迹，我们或可获得更为真确的历史实相和新的学术认知。

〔责任编辑：武雪彬〕

·３０２·

绅董与晚清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历史变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呈督宪遵饬录报　据阳湖县乡董赵衡等呈为会议公所被撤经费另拨请彻查抚批文》，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５３辑，第４４７页。
《论办理地方自治亟宜改变方针》，《申报》１９１１年３月１０日，第１张第３版。
《论办理地方自治亟宜改变方针》，《申报》１９１１年３月１４日，第１张第３版。
蒲乐安：《骆驼王的故事———清末民变研究》，刘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
第２２９页。
《敬告今日筹办自治者》，《申报》１９１１年４月３日，第１张后幅第４版。
《改良地方董事议》，《东方杂志》１９０４年第１卷第６号，第６３页。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ｈａｒ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９）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Ｌｅｇａｃｙ Ｆ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ａｎ·１６７·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ｌｏｓｔ　ｉｔｓ
ｅｒｓｔｗｈｉｌ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ｌｌ　ｆｒｏｍ　ｓｉｇｈｔ，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Ｂｕｔ　ｉｔ　ｎｅｖｅｒ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ｅｔｓ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ａｎｄ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ｙ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ｏｎｇ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ｕｓ　ｌｏｓｔ　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ｃｏｐｙ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ｗａｓ　ｂａｓｅｄ，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ｅ　ｏｆ　Ｎｅｗ　Ｐｏｅｔｒｙ．Ｔｈｉｓ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ｆｅａｔｕ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ｕｃ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ｏｎｌ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Ｐｏｅｔｒｙ　ｃｏｕｒｔｅｓ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ｏｅｔ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ｅｔｒｙ，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ｅｔｃ．Ｔｈｉｓ　ｎａｒｒ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ｅｗ　Ｐｏｅｔｒｙ’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ａｙ，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ａ　ｓｔａｎｄ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ｌ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ｅｘｃａｖａｔｅ　ｉｔｓ　ｅｓｓ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ｉｔｓ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ａｌ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ｏｅｔ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ｆｕ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１０）Ｌｏ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ｍｉｎｇ·１８５·

Ｔｈｅ　Ｄａｏｇ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Ｘｉａｎｆｅｎｇ　ｒｅｉｇｎｓ　ｓａｗ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ｈｏｌ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ｃｅ．”
Ａ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ｗｈｉｃｈ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ｅｎｔｒｙ　ａｃ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ｕｎｄｅｒ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ｌｅｒｋｓ　ａｎｄ　ｒｕｎｎｅｒ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ｖａｒｉ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ｔｏｗａｒ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ｂｙ　ｌｏｃａｌ　ｇｅｎｔｒｙ　ｗ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ｔｈｅ　ｒｅｍｉ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ｅｎｔｒｙ　ｉ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ｂｒｏａｄ，ｇｏｉｎｇ　ｆａｒ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ｌｏ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ｈａｄ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ｖｅｒ　ｌｏｃ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ｏｌ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８０２·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